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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评介 

 

 

张金翠 

 

 

    以台湾问题为切入点，对美国国会的制度架构、运作机制，决策行为，及其对中美

关系的影响进行研究，这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信强博士

的《“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一书，在对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

研究的基础上，对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一 

 

  在导言中，作者首先探讨了台湾何以成为中美关系中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继而对美

国的外交决策进行分析，从而挖掘出国会这一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变量。全书正文共分

三大部分，在第一、二部分中，作者分别从正式制度结构和非正式制度结构两个方面对国会

外交进行解读，并用于分析其对国会对台决策行为的影响。在制度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作者

在第三部分集中研究了国会外交行为的三种模式：“自主的国会”、“自制的国会”和“外部制

衡的国会”，并据此提出了“半自主国会”的概念。 

  （一）正式制度结构视角 

  作者首先对“制度”与“结构”进行了界定，指出“结构”与“制度”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

制度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结构性，因此在当代西方政治科学中，这两个概念常常互换使用，

“两者均是指某种稳定的形式或相关角色、人群之间的固定化关系的一种形式。制度结构既

包括政治行为体的组织特征，也包括引导着行为者展开活动的规则和规范。”【注释】信强：

《“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 36页脚注。【注尾】 作者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制度与结构，并以此作为分析视角对国会外

交的决策行为加以阐释。作者分析了正式制度结构的四种表现形式与其对美国对台决策行为

的影响。这四种表现形式分别是：国会参众两院制度、国会领袖制度、国会委员会制度，以

及在对台决策领域经历了从“中国帮”到“台湾帮”转变的国会议员制度。 

  在第一章国会参众两院制度与美台决策中，作者将众议院概之为“激情”，因为众议院在

保障人民权利的同时也难免会受到民众非理性激情的影响；将按照寡头原则设立的参议院概

之为“理性”，因为参议院不容易受到民众的直接影响，从而超脱于民众的激情之上，发挥了

冷却众议院的“热咖啡”的“冷杯子”功能。国会参众两院在设计理论、选举制度、宪政权能及

组织原则和行为模式方面存在着结构性差异。但两者在制衡中也有合作，两院之间业已建立

起相对较为完善和畅通的沟通渠道及多种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合作机制。这些机制“使国会

获得了一种力量，以在国内充分展开美国社会的各种政治要求和政治冲突，一次又一次地将

它们整合为强劲的动力，驱动美国政府驶向宪法规定的立国目标”。【注释】蒋劲松：《美国

国会史》，海南出版社，1992版，第 52 页。转引自《“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

外交行为模式》第 55页。【注尾】 为了检验并深入阐述参众两院的差异与合作，作者以参

众两院在制定和通过《与台湾关系法》过程中的作用为例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在第二章国会领袖结构与美台决策中，作者对国会领袖结构进行了分析，将参众两院层

级化的领袖结构体系划分为传统的第一梯队、次级领袖团体及近几年来的新增职位，并对众

议院领袖结构和参议院领袖结构分别进行了论述。在对国会领袖的“柔性”权力进行解读之

后，作者从六个方面把国会领袖影响美台决策的刚柔并济的特点勾勒了出来。这六个方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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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作为国会政策立场的“风向标”；运用“议程设定权”，左右国会立法议程安排；运用人

事选择权，影响国会立法决策；“施惠”于变通议员，以赢取政策支持；直接游说和影响总统

以及政府官员；直接影响公众舆论。 

  （二）非正式制度结构视角 

  作者引用詹姆斯•伯恩斯的话来说明在正式的国会制度结构之外，非正式的制度结构对

国会立法、政策制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统治阶级’的手下和背后，有成千上万的人参

与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过程。他们帮助清理问题，解决冲突，促进机构之间的合作。只有了解

这些人，我们才能看清联邦政策制定过程的各种模式。”【注释】詹姆斯•伯恩斯：《民治政

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782页。转引自《“半自主”国会与

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第 150页。【注尾】 作者围绕三类国会非正式制度结

构——国会附属委员会制度、国会非正式议员组织制度和国会助理制度，对国会外交行为的

影响及其在美国对台决策过程中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述。 

  （三）“半自主的国会”：国会外交行为模式研究 

本书第三部分集中探讨国会的外交行为模式及其在美台决策中的作用。作者认为，通过国会

内部制度结构对国会权力的运用及其功能的发挥，美国国会作为一个权力行为主体享有相当

大的自由度，可以自行发挥其政策影响力。但同时，国会也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三权分立政体下的一个子系统，其行为受到了一定的“机制化”的约束。作者以国会和美国

联邦政府为参照系，引申出国会外交的三种行为模式：“自主的国会”、“自制的国会”和“外

部制衡的国会”。前两种主要是以国会自身为参照系而做出的判断。自主的国会主要指在美

国宪法规定的权力架构下，国会是外交决策领域“二元权力”结构中一个独立的、平等的、“分

享权力的分立机构”。国会享有很强的自主性，对政策的规划或者国会的目标具有自行决定

的能力。“自制的国会”主要针对国会内部参众两院之间的分权制衡关系对国会行使外交权力

所具有的影响而言的。根据宪法设计理念用以体现“条理、审慎和理性”的参议院在国会外交

决策过程中确实能够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对“草根性”较强、激情冲动的众议院形成了一道有

效的内部制衡机制。“外部制衡的国会”是将国会作为一个单一行为体加以考量，以美国三权

分立的权力体系作为参照系而作出的判断。在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的制约下，国会作为一个

整体，其立法和决策行为受到了来自国会外部的强有力的约束。作者指出，在外交决策领域，

国会既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权力机构，更不是一个对总统意志惟命是从的附庸，而是一个既

独立又受到制衡的“半自主的”权力机构，“半自主的国会”由此而生。 

 

    二 

 

    本书具有如下特色： 

  （一） 历史、理论与政策的结合。 

  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入手，追溯了台湾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道解不开的结的原因。 作者

用六个标志性的事件及其后果梳理出这一长达五十多年的过程：“保卫台湾”与“台湾地位未

定论”、第一次台海危机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二次台海危机与“划峡而治”、中美建交

和《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李登辉访美与第三次台海危机、“台独”势力的壮大和美台“准

军事同盟”的建立。作者的历史视角还渗透在分析中。如在论述国会委员会制度时，作者以

历史的演进顺序将委员会权力的漂移与消长划分为四个阶段：无职无权阶段、权力初步机制

化阶段、权力的强化与制度化阶段、委员会权力的内部调整与巩固阶段。在论述国会“自主

性”的复兴时，对美国历史上府会之间的权力消长做了详细的说明。 

  在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概括和提炼，将理论用于剖析案例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近年

来，中美关系发展的风风雨雨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国会的重要性。”“ 当人们凝神回眸重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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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这段艰难而曲折的历程时，会发现国会已经成了中美关系中的‘麻烦制造者’，如何正确面

对这一严峻的问题，寻找理性、审慎的应对方略已成为我国外交工作中又一重点难题。”【注

释】信强：《“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第 331页。【注尾】 

  （二） 一般分析与个案分析的结合。 

  本书在每章的基本理论分析之后，对国会对台湾有关政策行为进行了案例分析。【注释】

尽管本书试图围绕国会在美台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展开论述，探析隐藏在国会行为背后的决策

模式，但由于在美台决策领域未出现过总统成功否决国会涉台立法的先例，因此在“外部制

衡的国会”与外交决策一节中，作者只以府会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总统否决为案例，

分析总统否决权对国会行为的外在制衡。信强：《“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

行为模式》，第 314页脚注。【注尾】 这些个案研究深化了前面的理论分析。如在论述国会

附属委员会与美台决策时，以“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为例；在论述国会非正式议员组织与美

台决策时，以国会“台湾联线”作为个案；在论述“自主的国会”行为模式时，以国会支持台湾

“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为例；在分析“自制的国会”行为模式时，以“台湾安全加强法案”的夭折

为例等等。 

  （三） 作者大胆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如美国外交领域中由“总统—国会”共同主导的“二

元民主权力架构”；通过对国会对美台政策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国会外交三种行为模式，进

而提出了“半自主国会”的概念。 

  本书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美国国会外交与台湾问题的成果结晶。他曾被复旦大学美国研

究中心选派到美国国会众议院实习。亲身经历了许多重要的立法决策过程，目睹了国会政治

的实际运作，并查阅了关于国会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使本书更具说服力。 

  对于一本洋洋洒洒 41.6 万字的著作，笔者认为书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本

书的题名为“‘ 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其中“半自主”国会的概念

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新的说法。照理说，作者应在全书中围绕这一个新的概念展开论

述，而本书则在第三部分中才侧重论述这一问题，这就使得这一崭新概念在本书中受到的关

注程度与书名有些差距。另外，作者对美国国会对台湾政策给中美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关注

有余，而对其正面影响关注不足，这往往会让读者产生一种片面的印象。因此，如何挖掘美

国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的积极作用，更为全面地反映国会与中美关系之间的问题，是中国国

际问题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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